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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社會與傳媒

一　引 論

近二十餘年來中國農村政治穩定

是否發生變化？如有變化，又是怎樣

的變化？如所周知，這些問題已引起

國內外學者、特別是國內學者越來越

多的關注。

有研究者曾表示：中國農民鬧不

起大事，農村不可能出大事，所以，

農村穩定問題並不可怕1。有學者進

一步認為，由於缺乏知識份子的「加

盟」，農民在近一個時期內是難以鬧

起大事的2。不過，多數研究者卻近

於一致地認為農村穩定的形勢已日趨

複雜、嚴峻。筆者對江西農村的研究

曾發現：自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

來，影響農村穩定的主要因素已由過

去發生在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群體性事

件（械鬥），過渡為主要針對基層政府

和組織的群體性事件3。自1999年以

來，在北京出版的《半月談》（內部版）

連續數年對「農村穩定問題」作過集中

報導和評論4。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牽

頭開展的「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研

究」課題的研究表明，近年來我國人

民內部矛盾呈現出「群體性事件增

多」、「對抗性增強」、「利益性矛盾突

出」、「發展趨勢更加複雜多變」的新

特點5。中國行政管理學會課題組的

研究也表明，「近年來，我國群體性事

件越來越多，規模不斷擴大，表現形

式趨於激烈，造成的後果和影響也越

來越嚴重」6。對於發生在農村的不穩

定事件，有研究者曾作系統描述7，

還有人對此類事件發生與組織的機制

和過程進行案例分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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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餘年來中國農

村政治穩定是否發生

變化？筆者對江西農

村的研究發現：自上

世紀9 0年代中期以

來，影響農村穩定的

主要因素已由過去

發生在農民與農民之

間的群體性事件（械

鬥），過渡為主要針

對基層政府和組織的

群體性事件，呈現出

「群體性事件增多」、

「對抗性增強」、「利

益性矛盾突出」等新

特點。



52 經濟、社會
與傳媒

那麼，當今的「農民事件」體現了

甚麼特點？斯科特（James C. Scott）

的研究發現，東南亞農民表達不滿

和抵抗的方式主要是「日常形式的抵

抗」9。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研

究中國農民的抗議行動時認為，儘管

中國農民明顯受到了毛主義「造反有

理」口號和共產主義革命的影響，但

他們的抗爭在形式、目標和組織方面

基本上還未擺脫傳統的窠臼。不過，

李連江與歐博文（Kevin J. O'Brien）則

不這樣看，他們提出：當今中國農民

的抗爭雖然不乏傳統的「武力抗爭」，

以及「日常形式的抗爭」方式，但也已出

現新型的「依法抗爭」方式。所謂「依

法抗爭」，其特點是，農民在抵制各

種各樣的「土政策」和農村幹部的獨斷

專行和腐敗行為時，援引有關的政策

或法律條文，並經常有組織地向上級

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壓力，以促使政府

官員遵守有關的中央政策或法律bk。

以上研究在較大程度上深化了對

中國農村穩定問題的認識。但是，迄

今的研究尚未能對這些年來農村穩定

形勢的變化過程作出令人折服的實證

研究。在這u，筆者擬以農民的行動

狀況為視角，研究農民和基層幹部對

政府表達意見與不滿的行為方式及其

變化，分析農村政治穩定形勢的變

化。人們表達意見的行為即為政治參

與，其方式既有「體制內參與」，如投

票、競選、信訪、向領導直接提意

見、檢舉、投訴、行政訴訟等，也有

「體制外參與」，如拉關係、接觸、行

賄、靜坐、請願、抗議、遊行、罷

工、暴力衝突等。然而，鑒於當前尚

缺乏這些行動的系統數據bl，為了方

便取材的考慮，本文主要以農村的群

體性衝突與信訪為例，分析農民行動

的變化狀況。

二　農民行動方式的
「三部曲」

（1）農村群體性衝突的階段性變化

1990年代中後期，筆者在跟蹤研

究江西農村穩定格局的變化中曾發

現：自90年代中期以來，影響農村穩定

的主要因素已由過去發生在農民與農

民之間的群體性事件，過渡為主要針

對基層政府和組織的群體性事件bm。

自1980年代初家庭承包經營責任

制實施後，江西農村的群體性械鬥大

幅增長，至90年代初達到高峰，如：

1990年械鬥數量達749起，參與人數

九萬人，死傷2,312人；1991年械鬥

數量493起，參與人數七萬人，死傷

2,216人；1992年械鬥數量103起，參

與人數1.8萬人，死傷682人，1993年

械鬥數量三十五起，參與人數4,300萬

人，死傷七十九人。自1994年起，每

年農村械鬥的數量一直維持在二十起

左右。這些械鬥的突出特點是：械鬥

主體均為農民，而起因多是對山林、

土地、水面等資源的爭奪，或是在家

庭或宗族之間的日常糾紛。為預防並

調處群體性糾紛、械鬥，當時江西省

各級政府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政府

近於成了「救火隊」，疲於奔命，省政

府主要負責人甚至曾親往械鬥現場進

行調處。

然而，自1990年中期始，在群體

性械鬥事件急劇下降的同時，另一種

群體性事件卻出現上升，即針對基層

政府和基層幹部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增

多。1994年，江西省撫州地區的數個

鄉鎮發生了大規模圍攻基層幹部的事

件。此後，該省每年皆要發生多起圍

攻基層幹部，甚至衝擊、打砸鄉縣政

府的群體性事件，1999年僅第一季度

當今的「農民事件」體

現了甚麼特點？有的

研究發現農民抵抗的

方式主要是「日常形

式的抵抗」；有的認

為中國農民的抗議行

動明顯受到了毛主義

「造反有理」的影響；

還有研究者認為已出

現新型的「依法抗爭」

方式。但是，迄今的

研究尚未能對這些年

來農村穩定形勢的變

化過程作出令人折服

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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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發生了三十二起農民群體性事件。

其中最典型、規模最大的為2000年

「豐城『八一六』事件」bn：

2000年8月11日，有人把省農委編輯

出版的《減負手冊》拿到豐城市的袁渡

鎮政府門口銷售，引起很多人前來翻

看和購買，鎮幹部發現後阻止銷售，

引起爭執。此後幾天，有少數人組織

串聯，並發生小規模的聚集鬧事。

8月16日上午，適逢該鎮趕集，起先

大約有50來人聚集在鎮政府門口，與

鎮幹部對話，造成數千群眾圍觀、聲

援，接�砸開鎮政府鐵門，衝入院內

砸碎辦公室的玻璃，搬走各種辦公用

具，追打鄉鎮幹部，與此同時，一些

村幹部的家也遭到砸搶。這個鎮的衝

擊波迅速蔓延到其他鄉鎮，當日，白

土鎮、小港鎮、段潭鄉被砸搶；還有

一些人準備衝擊石灘、張巷等鎮，在

半途被武警勸回。省委主要領導親自

到該市，省內武警也前來維持秩序。

外電和網上做了報導，造成了很大的

影響。

江西農村群體性衝突的這種變

化，特別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幹群

衝突增多的現象，事實上在較大程度

上反映了全國農村、特別是中部地區

農村的穩定狀況。如，1993年全國因

農民負擔問題引發的重大惡性案件達

三十多起，死傷多人。在當年檢查的

十八個省（市、區）中，有十一個省

發生了大規模幹群衝突等惡性事件。

此後，這種事件即每年在全國不斷發

生bo。據中央政法委員會研究室的調

查，近年來國內「群體性事件的現狀

與特徵」表現為：「參與人數增多，規

模擴大」；「涉及範圍廣泛，工人、

農民參與突出」；「行為激烈，對抗性

加劇」；「有組織傾向明顯，波及力

強」bp。另一項研究也表明，從1997年

起我國發生的群體性事件開始大幅飆

升，1993年發生群體性事件8,700多

起，1995年發生1.1萬多起，1997年則

上升到1.5萬多起，1999年劇增3.2萬

多起，而2000年1月至9月就突破了

三萬起bq。

值得注意的是，同群眾與群眾之

間的群體性械鬥事件相比，針對基層

政府和基層幹部的群體性事件在行動

的起因與指向上都有:根本不同。前

者是發生在群眾與群眾之間的利益爭

奪與衝突，後者則是發生在群眾與政

府之間的利益衝突；前者是農村社區

內部或社區與社區之間的利益爭奪，

後者則是農村社區對國家權力及（或）

其代表的抗爭。因此，如果說前者是

一種「民間性衝突」，那麼，後者則是

一種「政治性衝突」。

（2）農村信訪案件的階段性變化

農村利益衝突與矛盾的焦點變

化，不僅表現在群體性事件的轉換

上，還表現在信訪情況的變化上。

河北省邯鄲縣、廣東省從化縣和

封開縣、江西省奉新縣、以及天津市

丘縣、靜海、寶坻、武清和寧河這

九縣多年來的信訪統計資料（詳見表1）

表明，儘管各縣提供數據的起止時間

不一，但各縣來信來訪的高峰時段卻

較為接近。自1970年代以來，信訪的

第一個高潮一般發生在1973年前後，

第二個高潮在1979年前後，第三個高

潮在1984年前後，第四個高潮開始出

現在1994年前後。

根據對各個時期信訪分類統計的

分析，「每個時期群眾來信來訪反映較

集中的問題，從而形成的主流動向，

同群眾與群眾之間的

群體性械鬥事件相

比，針對基層政府和

基層幹部的群體性事

件在行動的起因與指

向上都有@根本不

同。前者是農村社區

內部或社區與社區之

間的利益爭奪，後者

則是農村社區對國

家權力及（或）其代表

的抗爭。因此，如果

說前者是「民間性衝

突」，那麼後者則是

「政治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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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基本上有一個規律，就是與當時的

社會、政治背景有密切的聯繫」br。如

在廣東從化縣，1973年春貫徹中共中

央（1972）45號文件，開展落實人的政

策後，申訴類信訪明顯增多。當年申

訴類信訪佔信訪總數的33%，與此問

題有關的組織、勞資類信訪佔總數的

23%，兩類合計超過信訪總數的半

數。1978年冬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

三中全會，提出撥亂反正的方針，全

面落實人的政策。1979年全縣申訴類

信訪佔信訪總數的42.8%，組織、勞

資類信訪佔27.5%，兩類合計超過信

訪總數的70%。1985年，隨:家庭承

包經營體制的全面落實，農民由於

對果樹承包政策不了解，對已入社的

果樹權屬爭議問題大幅上升bs。天津

市的情況也是如此：從70年代初一直

到80年代初，信訪量最大的是各類申

訴案。80年代中、後期，信訪量最大

的是人民群眾在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

題bt。換言之，前兩次高潮以反映歷

史問題為主，後兩次高潮則以反映現

實問題為主。

不過，在80年代中、後期與1994年

前後出現的信訪高潮之間也有明顯的

差異。前者以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落

實過程中的問題（如權屬糾紛等）為

主，後者則以幹群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為主。如在河北省邯鄲縣，「從1991年

開始的第四次信訪高潮幾乎全部是現

實矛盾。而且持續時間很長，至今已

有八年，呈逐年增長態勢，尚未見到

回落的兆頭」。據調查ck：

無論是越級上訪還是縣（市）受理的信

訪中，幹群矛盾都是十分突出的。

1998年邯鄲縣所受理的信訪中，關於

鄉村幹部經濟問題的佔30%，關於土

地糾紛的佔25%，關於社會治安的佔

17%，關於增加農民負擔和涉及計劃

生育的佔16%，關於企業職工工資福

利問題的佔12%。

在江西省，1997年全省群眾來信來

訪中，屬於山林、土地和水利權屬糾

紛的只有七十二件，而與農村基層幹

部相關的達1,693件，居各類問題之

首；1998年反映與農村幹部相關的來

信來訪則上升至2,096件。由此可見，

從事件頻率及其起因方面看，信訪情

況與群體性事件的變化是一致的。

信

訪

高

峰

邯鄲 從化 封開 奉新 丘縣 靜海 寶坻 武清 寧河

1950-2000 1957-85 1971-94 1963-93 1979-95 1979-95 1979-95 1979-95 1979-95

1957

1966 1960 1965

1973-74 1972-74 1972-75

1978-80 1979-81 1978-79 1978-81 1979-80 1979-80 1979-80 1979-81 1979-80

1984-85 1985-86 1984-87 1983-84 1982 1984-86 1982-83

1986 1988-89 1991-92

1991-今 1992-94 1993-94 1995 1994-95

資料來源：（1）邯鄲縣的資料來自王義豪：〈論農村社會矛盾結構對農村分層的影響〉，《社會學》（上

海），2000年第1期，頁31；（2）從化縣信訪辦公室編：《從化縣信訪簡志》（1989年2月）。（3）封開

縣信訪辦公室編寫：《封開縣信訪志》（1995），頁29、33、44-45；（4）奉新縣信訪志編纂委員會

編：《奉新縣信訪志》（1994年5月），頁42；（5）天津市地方誌編修委員會編：《天津通志：信訪志》

（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頁192。

表1　九個縣信訪高峰的時段表

在江西省，1997年全

省群眾來信來訪中，

屬於山林、土地和水

利權屬糾紛的只有

七十二件，而與農村

基層幹部相關的達

1,693件，居各類問題

之首；1998年反映與

農村幹部相關的來信

來訪上升至2,096件。

從事件頻率及其起因

方面看，信訪情況與

群體性事件的變化是

一致的。



大陸農村的政治 55
穩定狀況

信訪情況的變化，不僅表現為信

訪總量及其起因的變化，而且表現為

信訪方式的變化，即集體訪和越級訪

增多。據統計cl：

近年來，群眾集體上訪一直呈發展和

上升趨勢。2000年，全國31個省（市、

區）縣級以上三級黨政部門受理的群

眾集體上訪批次，分別比1995年上升

2.8倍和2.6倍。2001年比上年又分別上

升7.2%和11.7%。2000年，國家信訪

局受理的群眾集體上訪批次和人次分

別比上年上升36.8%和45.5%。2001年

同比又分別上升36.4%和38.7%。群眾

集體上訪增幅迅猛，佔信訪總量和上

訪總量的比例越來越大。自1993年以

來，全國信訪總量一直呈上升趨勢，

其中信量和個體訪的量相對比較平

穩，上升幅度不大，群眾集體上訪則

呈較快速度的增長。從1995-2001年

全國的統計數字看，集體上訪的量

（人次）已佔到全國信訪總量（件、人

次）的56.5%。從分年度的統計情況

看，群眾集體上訪的人數佔群眾上訪

總人數的比例，1998年佔59.8%，

1999年佔66.3%，2000年佔71.2%，

2001年佔75.6%。

再如天津市，從1994年起，舉報反

映幹部為政不廉和幹群關係緊張的

集體訪明顯增多，反映農村土地承

包、經濟糾紛、徵地補償、基層幹

部以權謀私的集體訪也佔有一定比

例cm。再如河南社會科學院和省信訪

局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發現：當前河南

農村部分地區人心不穩，相當一部

分群眾對縣鄉兩級政府不信任程度加

大，大規模集體越級上訪事件逐年增

多，1998年上半年集體上訪187批，

24,203人，分別比1997年同期上升

33.6%和449.7%cn。

（3）對農民行動方式變化的初步
分析

從上述幾節的描述可見，無論是

群體性事件還是信訪事件，它們都有

一個共同的邏輯起點，即矛盾與衝突

均已主要表現為農民與政府（與幹部）

之間的利益衝突，表現為農民為了捍

�自身利益起而與基層政府抗爭。這

種追求和捍�自身利益的行動，充分

地顯示了他們作為理性人的特點。如

前述豐城事件的發生，據國家財政部

派員的暗訪：雖有很多原因，但「主

要有少數壞人利用了農民群眾近年來

收入少、負擔重的不滿情緒，煽動鬧

事；同時也反映出農村和農業工作中

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事件主

要發生地袁渡鎮有4.3萬人，各種人頭

經費支出六百多萬元，而全鎮實際稅

源僅二百萬元，收支缺口就要攤到人

頭地畝上去。加上該鎮集資修公路又

要向農民伸手，2000年需要農民負擔

的稅費達852萬元，人均二百元。該

鎮河壟村1999年752戶3,023人，稅費

負擔780,694.9元，總額比1998年增長

14.1%，人均負擔258.25元，畝均負擔

230.36元，戶均負擔1,038.16元。此

外，還要繳納一些名目不清的款項。農

民在農業生產虧損的情況下再承擔這

麼重的負擔，容易造成矛盾激化co。

群體性事件本身的演進與農民對

行動方式的選擇，呈現:遞進性邏

輯。從近二十餘年間農民向政府表達

意見和不滿的方式看，90年代中期以

前主要是以和平的「溝通性」方式為

主，如信訪（其中又以個人訪為主），

即農民向政府部門反映情況（溝通），

以此求得問題的解決。而自90年代中

期以後，他們的行動越來越帶有「迫

逼性」的特點，如大規模的、情緒激

烈的集體上訪，以及集體圍攻基層組

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還

是信訪事件，它們都

有一個共同的邏輯起

點，即矛盾與衝突均

已主要表現為農民與

政府（與幹部）之間的

利益衝突，表現為農

民為了捍�自身利益

起而與基層政府抗

爭。這種追求和捍�

自身利益的行動，充

分地顯示了他們作為

理性人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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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鬧事」的增多；與此同時，暴力

圍攻、武力抗爭類的「敵視性」方式也

已經出現。這表現了農民行動方式的

演變趨向，即：農民如以實際行動來

向政府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不滿，一般

首先會選擇和平的「溝通性」方式；然

後才會選擇「迫逼性」方式；最後即有

可能實施「敵視性」行動。筆者稱之為

農民表達意見方式的「三部曲」。如今

農民的行動方式已不再局限於和平的

「溝通性」方式，而在向第二、第三步

推進。如果說第一步屬於制度化方

式，那麼，第二步、特別是第三步則

已走向非制度化方式。這種變化值得

警惕。

三　農民行動變化的
信念基礎　

筆者以為，農民向政府表達意見

方式的選擇，係以對政府權威和現行

制度的信念為基礎，這反映了他們對

於黨和政府的信心和價值取向。換言

之，他們對政府有甚麼樣的信念和看

法，就會採取相應的行動方式。當他

們對上級黨政組織充分信任時，就往

往採取「溝通性」行動。當他們對上級

黨政組織的信任尚未完全喪失時，就

有可能實施「迫逼性」行動。如果不再

相信任何一級黨政組織，他們就有可

能採取「敵視性」行動。農民行動與其

信念之間的這種關係，得到各類案例

的有力支持。

大河移民上訪的案例。應星對這

個歷時數十年的上訪故事的精彩描

述，為我們介紹了上訪者的行為與其

信念之間的關係。

起初的上訪，是因為電站建起

後，「把我們那個壩壩沖了。但上面

那些人你不給他講（群眾受災），他就

找不到（不知道）。得你去講了，反映了

情況，他才曉得還有個沖刷問題。」cp

這時，上訪是「溝通性」的，即：上訪者

認為只是上級不知情，如果上級知情的

話，就會（或有很大可能會）來解決問

題，所以要將情況反映上去（上訪）。在

這�，農民對政府是滿懷�信心的。

然而，到後來，電站移民在「鬧

飯吃」的事件中開始模模糊糊地意識

到：「在上訪過程中，政府雖已知道

了他們的問題卻不把它當回事時」，

他們便繼續採取「鬧事」的辦法。「只

有『鬧事』是制約政府拖延、敷衍手法

的有效手段。⋯⋯每當移民認為政府

在處理遺留問題不夠積極、又在採取

拖延敷衍手法時，他們首選的行動就

是這一招，而且屢試不爽。」這種鬧

法是移民最後的、可能是最有效的但

也是最危險的手段。所以，他們必須

小心翼翼地把握好「鬧事」的度，做到

「踩線不越線」cq。可見，到這時，他

們還沒有完全喪失對上級黨政組織的

信任，為此就實施「迫逼性」行動，如

集體圍攻基層組織（上訪者曾圍攻地

區專員及縣鄉幹部、「鬧事」），以引

起上級重視並逼迫其解決問題。

而到最後，「也許在一次次希望與

失望的交織中，至少在部分精英那�，

信任已經轉化成了策略」cr。換言之，

在對政府不再信任的情況下，他們就有

可能發生「敵視性」行動，如策略化地進

行抗拒，「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上訪移民行動的這「三部曲」，在

其他案例中也能看到。如1993年四川

仁壽縣發生的農民群體性衝突事件，

起初農民也曾通過上訪等形式向縣市

反映問題，未果後，農民領袖張德安

則通過寫「大字報」等形式來宣傳黨的

政策，最後便組織農民進行抗拒。張

德安曾表示：「現在是老虎成群下山，

不光咬我，還咬百姓。我只有把農民

農民以行動來向政府

表達自己的意見和不

滿，一般首先會選擇

和平的「溝通性」方

式；然後才會選擇「迫

逼性」方式；最後即

有可能實施「敵視性」

行動。筆者稱之為農

民表達意見方式的

「三部曲」。如果說第

一步屬於制度化方

式，那麼，第二步、

特別是第三步則已走

向非制度化方式。



大陸農村的政治 57
穩定狀況

組織起來，進行自�，正當行使黨中

央、國務院賦予我們抵制5%以外不合理

負擔的拒絕權。」cs這種情況，在《岳

村政治》對湖南農民群體性事件的介

紹中也能看到：在湖南，農民除了

上訪、集體性宣傳政策、抗稅並集體攻

擊基層政府外，還在跨地區地進行聯

合，用農民的話即「聯網」ct。2000年

11月25日，陝西器休村數百農民衝擊鎮

政府、打砸派出所事件的發生，即與幹

部暴力收稅、農民無處講理有關dk。

再看湖南李家灣的集體上訪案

例。在這個案例中，農民對解決問題

方式的爭論及其行動，也充分表明對

政府的信念強烈地影響其行動方式。

組織者對司法訴訟、上訪、接觸等方

式的選擇，及對「用扁擔、土銃」的

「鬧事」方式的放棄，正反映了其對

「組織路線」的希望猶存。

1995年夏季的一個晚上，地處湘

南丘陵的李家灣，全村一百多人集合

在曬穀坪上，他們正在議論�村集體

上訴鄉政府拖欠土地徵地款的事情。

村民集會的目的是湊錢打官司。大家

一致同意每個村民分攤25塊錢，並在

上訪信上一連按下一百多個手印。這

是為甚麼？

李家灣是個自然村，八十多戶

350多人，係古嶺村十個村民小組之

一。集合在曬穀場上的村民，是家家

戶戶派來的代表，他們集合的目的，

就是要爭回被鄉政府佔用的十萬多元

徵地款。

這件事起因於1987年本隊部分土

地被一家建築單位徵用。當時，鄉政

府同本隊簽定了一份土地款入股合

同，將本村5.6萬元的土地徵購款轉移

到了鄉政府。鄉政府用從包括李家灣

村在內的各村籌集的八十多萬元，加

上銀行貸款，新建了一棟商業大樓。

1991年經營遇到困難，鄉政府變賣了

這棟大樓，得款三百萬元，其中純利

一百多萬。按合同規定，本村應分得

本利十萬元。但是鄉政府拒絕履行合

同，把村民的錢挪為他用。在村民多

次索要無果的情況下，村民開始了集

體上訪和上訴的艱難旅程。為了告倒

鄉政府，從1991到1995年，村�花

掉了三千多元的訴訟費、四千多元的

上訪路費，耗盡了集體財力。一位上

訪代表憤怒地說到，鄉政府的一位幹

部態度惡劣，說甚麼：「你們這些農

民老 ，想翻天了！去告吧，看你們

能把老子怎麼樣！」這位上訪代表繼

續說：「他們鄉政府的人，不把農民

湖南李家灣的集體上

訪案例中，農民對解

決問題方式的爭論及

其行動，充分表明對

政府的信念強烈地影

響其行動方式。組織

者選擇司法訴訟、上

訪、接觸等方式，及

放棄「用扁擔、土銃」

的「鬧事」方式，正反

映了其對「組織路線」

的希望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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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看，佔用了我們土地款，還要罵

人。我們不把官司打贏，今後怎麼抬

得起頭！」聽了隊長和上訪代表的這

番話，村民群眾也窩火了起來，紛紛

表示要把上告上訴進行到底。在場的

農民議論紛紛，對鄉政府的橫蠻無理

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有的農民在埋

怨：「他鄉政府連法院的判決都敢不

理，是不是暗中串通一氣了。」有的

農民在鼓動：「他鄉政府不講道理，

我用扁擔、土銃去講理。」還有的農

民在開導：「算了，他鄉政府騙了我

們一回，騙不了第二回，就算買個教

訓。」農民的這些議論表明，如果最

終感到走「組織路線」徒勞無益的話，

就不會再指望黨和政府主持正義。

但上訪的組織者不想走極端，不

願意為了這件事情為難鄉政府。他們

說，1997年，部分村民想乘香港回歸

之機「鬧事」，被村幹部勸解了。要想

最終解決問題，還是應該通過政府組

織，走「組織路線」為上策，「要相信

群眾相信黨」。但是他們現在很為

難。因為1996年，法院已經改判他們

勝訴，可是法院判決執行不了，法院

拿鄉政府也沒有甚麼辦法。他們便請

人撰寫了一份報告，請求市領導出面

主持正義。他們把這個報告複印了若

干份，分別送到市�的各級領導手

中。也許，這個報告發揮了作用，市

委領導指示鄉政府務必把錢退還農

民，防止事態朝不利的方向發展。由

此，李家灣每戶村民分到了一千多塊

錢。事態得以平息dl。

上述這些案例表明了農民集體行

為方式的變化，而下一案例則反映：

一個試圖通過「溝通性」方式來解決問

題的農民，一旦陷於絕望後也可能鋌

而走險，走上暴力犯罪。不過，與集

體性行動不同的是，這種個體性行為

者最後雖然對上級政府的信念仍未喪

失，但在感到通過正常方式無法解決

的情況下，也會「以命相逼」，走上極

端的「迫逼性」方式，如胡文海希望能

以「死人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並查辦

該案。

胡文海案例。據《南風窗》記者的

採訪調查，2001年10月26日晚，在山西

晉中市榆次區烏金山鎮大峪口村，一

個有:三百多戶人家、一千多口人、

村u和附近有很多煤礦的村莊，發生

了一起特大持槍惡性殺人致十四人死

亡案，九戶人家的八男六女被殺，

三人重傷。血案之殘酷令人震驚。兇

犯胡文海在作法庭陳述時交代dm：

「2001年1月份，通過查帳，我看

見這幾年他們（村幹部與企業主）大致

貪了五百多萬元，想通過正當渠道告

他們。」

證據在手後，他就挨家挨戶地

跑，共徵集到大峪口村121名黨員、

幹部和村民的簽名，然後開始了長達

八個月的舉報。最早找到的是鎮負責

紀檢的崔副書記。崔副書記說過兩天

再去查，但卻一直不查。於是，胡文

海開始越級上訪，從鎮、區、市一直

到省，他循�公安、紀委兩條途徑逐

級舉報。結果，八個月過去，他告了

個沒結果。無論胡文海舉報到哪�，

那些舉報材料最後都被批到兩個部門

處理：一是鎮紀委，二是榆次區公安

局經偵大隊。鎮主管紀檢的崔副書記

對他叫嚷：「你就是告到中紀委，我

崔某不給你辦手續，你也沒辦法！」

而區公安局經偵大隊的大隊長則以

「沒有辦案經費」搪塞胡文海。胡提出

自己可墊支辦案經費，該大隊長又以

「人員也不夠」來敷衍。

在舉報無門、屢屢「碰灰」後，胡

文海決心要用一種最古老、最血腥、

最恐怖的手段來了結一切恩怨和糾

紛。「四年來，我和村民多次向有關

一個試圖通過「溝通

性」方式來解決問題

的農民，一旦陷於絕

望後也可能鋌而走

險，走上暴力犯罪。

不過，與集體性行動

不同的是，這種個體

性行為者最後雖然對

上級政府的信念仍未

喪失，但在感到通過

正常方式無法解決的

情況下，也會「以命

相逼」，走上極端的

「迫逼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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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

爺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我們到哪

�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我

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

老百姓的利益了。我不能讓這些蛀蟲

們再欺壓人了⋯⋯實際上我每年的

（炒股）收入都有四五萬，我完全可以

不管這些事。但是，我不能。我的

良心告訴我不能這樣做，我不能對此

置之度外。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

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

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

憾⋯⋯」

實際上，農民行動的這種信念

基礎不僅體現在當今的中國農村，

在東南亞農民中也同樣存在。斯科特

在研究東南亞農民的反叛中，向我

們介紹了相似的事件演變過程。他寫

道dn：

農民表達意見和不滿的行動，最初往

往採取群眾直接向當局陳述納稅苦情

的形式。這些集會的形式和內容都是

傳統的，並在表面上顯得平和。他們

在得到將把他們的請求轉報上級當局

的許諾後就會散去。但由於農民的經

濟處境繼續惡化，且由於減稅似乎遙

不可及，他們便轉而訴諸直接的暴力

行動，直接向村莊或地區公署進發，

將公署及其所有記錄一同摧毀。騷動從

符合儒家傳統的溫和的請願轉變為無政

府主義的暴動。這是一場絕望的造反，

農民除了抵抗幾乎沒有別的選擇。

在上述東南亞案例中，農民起初

對政府當局並未絕望，因而採取的是

傳統的請願、陳情等形式，只是在絕

望後，才採取了暴亂的方式。由此，

和平的行動者變成了無政府主義的暴

亂者。很顯然，這種轉變是以農民對

政府的信念與期望的變化為前提的。

四　結 論

從近二十餘年間農民向政府表達

意見和不滿的方式看，呈現出「三部

曲」的特點：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主

要以和平性的「溝通性」方式為主，而

自90年代中期以後，他們的行動越來

越帶有「迫逼性」的特點，與此同時，

「敵視性」方式也已經出現。如今農民

的行動方式已不再局限於和平的「溝

通性」方式，而在向第二、第三步推

進。農民對表達對政府意見方式的選

擇，反映了他們對於政府的信心和價

值取向的變化。當他們對上級黨政組

織充分信任時，就往往採取「溝通性」

行動。而當他們對上級黨政組織的信

任尚未完全喪失時，就有可能實施

「迫逼性」行動。如果不再相信任何一

級黨政組織，他們就有可能發生「敵

視性」行動。對已經並正在發生的這

種變化，不可不未雨綢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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